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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这篇论文旨在提供一个非技术层面的关于“大分流”和“大趋同”的解释，

纵观各类文献对于该问题的解释，在此笔者提供另一种不同的看法。西方国家通过打破旧体

系退出马尔萨斯陷阱，伴随而来的是收入不平等以及预期寿命降低，但是使得以消费为代价

的有利于储蓄和投资的收入再分配成为可能。当同样的模式运用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如殖民地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拉丁美洲和前苏联导致的结果是传统体制的毁灭，收入不平等问题的

加剧以及处在更加糟糕的往前追赶的起跑点上。其它一些东亚、南亚、中东、北非地区的发

展中国家受殖民政策的影响较小，所以成功地在 20 世纪末保持了旧体制，从而使他们自己

处在现代经济发展的较好的起跑线上。缓慢的技术进步最终使他们找到了一个马尔萨斯陷阱

的出口——增加收入使得在没有大幅增加收入不平等或者减少预期寿命的情况下，投资占

GDP 份额可以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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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长期表现的根源在于中国文明超常的连续性——世界上最古老的

国家——成功地保持了它的独特性和基本没被打断的传统。保持制度的延续性（东亚、印度、

中东和北非）比起从外国引进先进的制度（拉美、前苏联、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来说更有

益于增长。像 1917年的俄罗斯那样，中国在西方化尝试失败后于 1949年恢复集体主义经济。

不像俄罗斯在 1991 年以后的情况，中国在 1979-2009 年成功地保持住“亚洲价值观”体系

——集体利益优于个人利益。然而，从 1985 年以来的收入不平等的快速扩大可以看成是集

体主义制度削弱的信号，这是快速经济增长延续的唯一最重要的威胁。 

    在所有的经济学历史谜题中，最关键、最有趣的就是“大分歧”，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的差距从 16 世纪就开始出现，至少直到 20 世纪中期才开始扩大，20 世纪 30-60 年代的

苏联是第一个经历成功的追赶发展并且和西方减少了差距的非西方化的国家，尽管到了 20

世纪 70-80年代这种差距停止缩小并且在 20世纪 90 年代进一步扩大。20世纪 50-80年代，

日本、南韩、台湾、香港和新加坡是少数几个成功追赶上西方并且成为发达经济体的。在最

近的几十年里，相似的进程在东南亚和中国发生。加上最近印度以及其它一些发展中国家经

济的加速增长，这表明我们已经到达一个大分流的顶峰。从现在开始，世界会逐渐经历全球

收入水平大趋同。 

    这篇论文旨在提供一个非技术层面的关于“大分流”和“大趋同”的解释，纵观各类文

献对于该问题的解释，在次笔者提供另一种不同的看法。西方国家通过打破旧体系退出马尔

萨斯陷阱，伴随而来的是收入更加不平等以及预期寿命降低，但是使得以消费为代价的有利

于储蓄和投资的收入再分配成为可能。当同样的模式运用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如有殖民政策的

拉丁美洲、前苏联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导致的结果是传统体制的毁灭，收入不平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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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加剧以及赶超发展的起始劣势。其它一些东亚、印度、中东、北非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受殖

民政策的影响较小，所以成功地保持了旧体制，从而使得他们自己处在现代经济发展的较好

的起跑线上。缓慢的技术进步最终使他们找到了一个马尔萨斯陷阱的出口——增加收入使得

在没有大幅增加收入不平等或者减少预期寿命的情况下，投资占 GDP份额可以升高。 

 

二、西方国家如何致富：文献综述 

    在公元 1500年以前，所有国家的人均 GDP大致相同（以 1985年的物价计算大约为 500

美元，Maddison, 1995），但是到 1900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增加到了 6:1，尽

管在 20 世纪的后半页，一些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日本、南韩、台湾、新加坡和香港）成功

地加入“富人俱乐部”；其它一些国家（东南亚、中国、和近期的印度）成功地大幅度缩小

了和富裕国家的差距；还有其它一些地区（撒哈拉以南非洲、东欧和前苏联）落后或者未能

减少与西方国家的差距（图 1，图 2）但到 2000年，这一差距大体保持在同一水平。 

 

按绝对购买力平价计算的1500年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人均GDP，以1990年

国际元为通货单位；来源：A. Maddison；取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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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按绝对购买力平价计算的 1500 年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人均 GDP，以国际元为通货单位 

    来源: Maddison, 2008. 

 

    在经济历史中关于国家财富性质和原因的最古老并且最关键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一些国

家比其它国家更加富裕，关于这一问题目前仍然存在较大争议。目前对于这个问题至少有两

种不同的看法①，一种强调历史进步的进化性质和社会发展的逻辑，另一种则首要关注一些

大事的巧合和运气的作用，将发展的成功或者失败归因于既存的地理条件或历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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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主要国家的GDP份额，1500—2001（来源：A Madd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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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主要国家在以绝对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世界 GDP 中所占的份额 

               来源：Maddison, 2008. 

 

    根据第一进化学派（代表人物为 Landes，1998；Mokyr，2002，只列举了一些当代学者)，

西方国家 1500-1900 年的增长使他们成为了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这一事实是这段时期社会

改变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许多相互关联的社会改变是非常关键的：农奴制的废除和人权

的保障，宗教改革和新教价值观，基本宪法，欧洲启蒙运动带来了思想的开放和交流，技术

创新最终带来了工业革命和经济的加速增长。“传统的智慧被许多经济历史学家认可，最典

型的是 Douglass North，他指出了一系列连贯的法律、经济和社会制度对于保持经济增长是

必须的，或者说至少是有益的。最重要的就是法律本身，可靠的财产权、相对自由的市场和

一定程度的社会流动性。这些因素能够减少储蓄、投资和企业活动等的不确定性，通过使人

们投入到经济活动而不是暴力和祷告来加强其激励作用。当这些背景条件前所未有的得到满

足后，工业革命就因此发生了。英国是背景条件最快并且最充分得到满足的国家”（Solow，

2007）。 

    另一方面，另一学派质疑由社会力量本身所引起的进化的逻辑性（Dimond，1997；

Pomerantz， 2000； Wong，1997，只给出了少数同时期的例子）并且特别关注看似次要的

历史事件—幸运或者不幸，但是最次要的是预设了几个世纪以来国家和大洲的发展。例如，

Dimond（1997）指出缺乏的野生动物适合在前哥伦布时期的美洲、非洲和澳洲驯化，欧亚

大陆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是巨大的有利条件。或者说也许比较性发展的起源能够追溯到欧亚

大陆的气候和环境条件，这些条件使得农业生产率足够高，以便支持高密度的人口—这是技

术创新和快速经济发展的必要先决条件。 

    Pomerantz (2000)认为即使在 18 世纪，中国在技术上也不劣于欧洲，社会结构能够支撑

技术创新、大量累计资本等等。根据他的观点，欧洲成功而中国没有成功纯属巧合——煤和

铁矿石的大量匮乏彼此关系密切，没有大量的对外迁移（在哥伦布之前世界上最伟大的航海

家郑和在 15 世纪早期发现马达加斯加岛、合恩角和沙特阿拉伯，明朝皇帝禁止大船的制造，

中国经历了长达四个世纪的闭关锁国）。Pomerantz 的观点是欧洲的境外集体移民在由马尔



萨斯制度向现代增长制度的过渡中扮演了关键因素①。19 世纪技术进步加速但人口增长率仍

然很高并处在增长之中（0.6%，1820-1870 年）由于人口转型还没有发生，往北美的大规模

迁移缓和了稀缺资源和土地的压力，并且避免了收益递减②。 

    相似的逻辑，土地稀缺是激发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一个因素。在宋朝，中国在人口达到高

峰的同时，由于游牧名族入侵损失了大量的耕地，但是宋朝反而因此经历了一个更高的城市

化水平、更加繁荣的商业和国际贸易、技术发明和制度创新爆发式增长。然而，中国在宋朝

之后大幅度改善人均耕地比率，却发现农业陷阱问题更加严重，城市化水平降低，外国贸易

减少，人力资源减少，技术进步停滞(Wen，2008, 图 3)。 

 

人均耕地面积（亩，左边的纵坐标）和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右边的纵坐标）；来源：
Maddison,1998;Wen,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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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   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亩，左边的纵坐标）和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右边的坐标） 

       来源：Maddion,1998;Wen,2008. 

     

    尽管把这个理论推广到国际间的比较会更加困难：因为人均耕地面积在欧洲并没有那么

稀缺，更不用提澳大利亚和北美了（图 4），这两个地方的城市化水平在几百年以前就超过

日本、中国和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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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的人均耕地面积，亩（=1/15公顷），来源：Maddion,1998;Wen,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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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   1993 年的人均耕地面积，亩（1/15 公顷） 

                  来源：Maddion，1998；Wen，2008. 

 

    不少解释关注于人口发展，Gregory Clark（2007）指出有区别的生育能力（富裕家庭的

小孩存活可能性更大）在中世纪的英国比其它地方更加明显，因此受教育阶层在社会上传播

知识比其它地方更快。Turchin（2005）提出了一个以精英人群的膨胀（或者过度膨胀）为基

础的帝国兴起和衰落的模型。 

    近几年新数据特别是机构质量的指数出现了，新的数据已经不仅在经济历史学家也在研

究宏观和增长的经济学家中引起了新的讨论。在一篇重要的题为 “比较发展的殖民地起源”

中（Acemoglu，Johnson 和 Robinson，2001），作者使用了一个敏锐的指标作为衡量制度变

化的工具——19 世纪主要的欧洲国家的殖民地地区移居者的死亡率。他们的观点是，如果

死亡率很高（冈比亚、马里、尼日利亚的死亡率比澳大利亚、巴哈马、加拿大、香港、新西

兰和美国高数百倍），移居者并没有给这些国家带来好的制度。这篇文献同样表示当地人大

部分对于那些会给新到的移民带来致命打击的疾病产生了免疫力，所以移居者的死亡率不会

直接影响经济增长，仅通过制度的影响来影响经济。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指标能够解决内生性

问题（制度=>增长=>制度）并且能够评估制度对于经济的影响。作者总结认为控制住制度的

影响后，地理位置对增长没有实质性影响。 

    然而，其他作者则坚持认为地理位置对于经济增长和发展不仅有间接影响，还有重要的

直接影响。在一系列的论文中，Sachs 和 Warner（1995，1997a，b，1999）和 Sachs（1996）

认为资源禀赋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不同作用机制有相反的效果—过分高估实际汇率（荷

兰病）和对于机构质量的腐败的影响。Sachs and Warner（2001）表明“基本没有直接证据

能够证明被忽略的地理或者气候变量可以解释这一问题，或者一些其他的没有被观察到的增

长威胁导致结果有偏。资源富裕的国家倾向于成为高价经济体，也许结果就是这些国家错过

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 

    Sachs (2003) 和 Faye，McArthur, Sachs 和 Snow (2004)这两篇文章也提出了许多衡量地理

位置的直接影响的变量—是否临海（内陆国家），运输成本，天气和疾病。Acemoglu, Johnson, 

和 Robinson(2001), Sachs (2003)的文献指出英国战士 1820 年左右在世界各地的死亡率和

1990 年人均 GNP 的水平的高度相关性这一事实，它可以由疟疾在阻碍长期经济发展方面的



直接有害影响来解释。“Acemoglu, Johnson 和 Robinson 的这篇文章完全忽略了“疾病大幅度

减少了外国投资的回报率并且增加了国际贸易、移民和去患疟疾地区旅游的的交易成本”这

一事实，“这就像是声明称近期香港特别行政区 SARS（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爆发所带

来的影响到目前为止能用由该疾病所导致的死亡人数来衡量，而不是由它给香港和亚洲地区

之间旅游业所带来的破坏进行衡量”（Sachs，2003）。 

    他指出在过去的二十年间，本质上形成了三类发展中国家：（1）制度、政策和地理都是

有利的国家（东亚的沿海地区——中国的沿海地区、韩国的全部、中国的台湾省、香港特别

行政区、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2）地理位置相对较好，但是由于历史

原因，管理和制度相对较差的国家（中欧地区，在社会主义体制下这些国家比邻西欧基本没

有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3）地理位置不利的穷困地区例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部分地区，

中亚地区，安第斯山脉的大部分地区和美国中部的高山地区，他们在过去一段时间经历了最

严重的经济失败，而且这些地区往往都是收入水平很低，人口很少（因此国内市场较小）并

且远离海岸线居住。这里的人民被疾病困扰，特别是艾滋病、肺结核以及疟疾。Sachs（2003）

强调第三类国家基本上陷入了贫穷，因为它们没有能力吸引私人资本流入来满足市场的考

验。 

    一个相反的观点由 Rodrik， Subramanian 和 Trebbi (2002)在一篇题为“制度规则”的文

章中提出。作者考察了三个基本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地理（由到赤道的距离和一个局部

的二元变量来衡量），贸易开放度（贸易占 GDP 的比重）和制度。难点在于这三个因素之间

是有内在联系的，并且制度和贸易开放度不仅仅影响经济增长而且也依赖经济增长本身。为

了合理地估计每个因素的贡献度，他们参考 Acemoglu, Johnson 和 Robinson (2001)的文献，

用移居者的死亡率来度量制度因素的影响，用预测的贸易份额来度量贸易占 GDP 的比重（来

自引力模型）。在给予地理变量、制度变量和贸易开放度变量同样的权重之后，他们发现制

度的作用是最为关键的。制度在绝大部分程度上是由地理因素决定的，反过来制度又决定贸

易开放度和增长。地理因素对于增长的直接影响（除去通过制度进行影响的部分）是不显著

的。 

这种方法和直接的地理决定论的方法之间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和 Acemoglu, 

Johnson 和 Robinson (2001)文献中的方法也有一个重要的区别。Rodrik, Subramanian 和 Trebbi 

(2002)认为地理因素，特别是移居者的死亡率是制度质量的一个很好的预判性指标。但是地

理因素并不是死亡率的主要起因。制度的起源是一个由许多因素决定的复杂的进程，找到一

个合理的计量工具和找到合理的解释是不同的。Rodrik (2004)用下面的例子来解释了这种区

别：人均 GDP 的差异在非殖民地国家中并不比殖民地国家中小—埃塞俄比亚和阿富汗在范

围的一段，日本在范围的另一端，土耳其和泰国在中间的某一位置。世界上没有殖民历史的

国家间制度质量的差异由什么来解释呢？ 

 

三、亚洲价值观和西方价值观的比较（制度延续性和移植外来制度的比较） 

    关于殖民地和非殖民地国家制度起源的另一个解释是制度的连续性。所有的国家在过去

都有传统的社会结构；在改革之前，在马尔萨斯增长体制下，当地法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亚

洲价值观”——集体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马尔萨斯增长陷阱是因不能调动低收入人群的储

蓄产生的。缺少储蓄或投资使得资本劳动比率（K/L=k）不能提高，这是因为当时人口增长

速率很高，所有的投资都被用来为新加入的劳动力创造工作，没有投资用来增加 k。并且，

人口增长速率依赖 y、生产率（雇佣者的人均产出），因此当技术进步 A 带来 y 增加时，人

口增长速率 n 的增加就会吞噬掉所有由于 A 提高带来的 y 的增加。 

    在索洛增长模型，劳动力生产率因技术进步 A 和资本劳动比率 k=K/L 增加而增加： 

     
kAy   



    为新加入的劳动者创造工作和替代资本存量中的折旧部分（d 表示资本存量中的年折旧

率），对每个雇佣者的必要投资(In)为： 

    
)( dnkIn   

    每个雇佣者的实际投资等于储蓄率 s 乘以每个雇佣者的产出 y： 

    



 kAsysI   

    均衡状态出现在 E 点，必要投资 nI 和实际投资 I 相等（如图 A）。 

     

  

图 A   固定人口增长率下的索洛模型均衡 

 

    然而，如果人口增长速率不是一个常数，而是随生产率（和人均 GDP）的增加而变化—

—先加速上升，再减速上升——我们能得到两个均衡：一个在低收入水平的稳定均衡点（差

均衡点，Eb.增长陷阱）另一个在高收入水平上的不稳定均衡点（好均衡点，Eg.如图 B）。 

     



变化人口增
长率情况下

的必要投资

 

           图 B  索洛模型中的马尔萨斯陷阱（变化的人口增长率） 

 

    在由马尔萨斯增长体系过渡到现代工业增长体系之前，所有的国家都处在坏均衡点 Eb

上，生产率的提高和人均 GDP 的增加会被上升的人口增长速率迅速抵消，人均收入下降。

各国的生产率大致相同并且基于人口进行竞争：一个国家的力量是由国土范围内的人口数量

以及万一发生战争能够调动的士兵数量所决定的。技术上的进步带来的是人口的增长（就像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而不是人均收入的增加。 

    人口增长和人均 GDP 的增长之间是明显的负向关系（图 5）；实际上，这是经济增长的

实证研究得出的最稳健的关系之一。对于该关系的解释是将更多的储蓄或投资用来为新进入

劳动力市场的就业者创造工作，这使得用于 K/L 增加的投资变少从而抑制了生产率提高。人

均 GDP 对于人口增长速率的动态影响也是消极的—在马尔萨斯增长体系中，在伴随工业革

命的人口转型之前，在那本书的第一版中，马尔萨斯提到收入越低死亡率越高。但是在后来

的版本中，他强调收入和出生率之间的关系。近期在统计前期人口动态学的重建方面去的的

进步，特别是从教区记录处得到的关于英国 16 世纪到 19 世纪的一些数据，给这种关系增加

了新的论据（Saito，1996）。① 

 

                                                             
①

 经济困难时期的人口增长率减小并不是因为死亡率的增加（所谓的积极抑制），而是因为较低的生育能力

（预防抑制）。死亡率和真实工资变动没有联系，但出生率和真是工资之间有联系，这种联系是因为结婚年

龄的变化（Saito, 1996，参阅 Wringley 和 Schofield, 1981）：处在经济苦难时期，单身和结婚年龄的推

迟导致了较低的出生率，此外，一系列机制引起了饥荒时期生育能力的下降。“历史上或者近代的饥荒不仅

仅饿死了很多人，更重要的是饥荒减少了怀孕的数量”（Saito，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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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  1960-1999 年人口和人均 GDP 年平均增长率，% 

                   来源：WDI. 

 

    试图打破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恶性循环的尝试不止一次（Greece, Rome, Byzantium），但是

所有的尝试都以抵抗外国侵略者的战争失利而告终。那些想要消除集体主义制度并将个人利

益摆在集体利益之前的国家都经历了收入增长和财富不平等。这带来了储蓄和投资增加，但

以社会两极化、对保持朝代军事实力非常必要的人口增长遭到破坏为代价。当收入水平大约

为人均 500 美元时（以 1985 年美元计算），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加剧使过多的人处在生存最低

保障线以下并导致了死亡率的上升。这样的低收入水平的实验本可以偶然地取得很大程度上

的成功—两到三个世纪的深入人心的社会重组（日益扩大的收入不平等）没有带来弱势阶层

的起义和外国征服。这种机会只有在 16-19 世纪欧洲的西北部得以实现了。 

    西方是第一个在没有被拥有集体主义制度的邻国攻占的情况下摆脱马尔萨斯陷阱的国

家。将个人权利和自由神圣化造成了收入不平等的日益扩大和死亡率的增加，同时投资，储

蓄和 K/L 比率都增加，这就克服了二维马尔萨斯世界的限制（更多的人口>=更多的 GDP）①。

英国的数据表明在 16 和 19 世纪间向现代工业增长的过渡需要花费巨大的成本。配套的政策

和工业革命导致了收入不平等的扩大，死亡率的增加和制度的削弱。 

    尽管英国在 1500-1800 年期间生产率增长速度逐步加快（每年 0.2%，因此英国的人均

GDP 在三个世纪期间翻了一倍多②8），工人的生活水平并没有改善。“唯一重要的事实就是没

有任何证据表明在 1830 年以前的任何会社中工人的平均物质生活标准有显著性的提高”

(Goldstone, 2007)。实际上在 1500-1800 年之间实际工资水平有所下降(Saito, 2009)。这和收

入不平等的日益扩大，财富聚集在小部分人手中以及日益增加的储蓄率和投资率（投资率在

工业革命期间从 1760 年的 6%上升到 1831 年的 12%）的事实是相符合的。这同样符合中国

18 世纪的生活标准可以和欧洲相比，甚至超过了欧洲这一事实：在公共卫生和环境、医药、

热量摄取、预期寿命和国内消费方面，中国和欧洲的水平是相当的（Pomerantz, 2000）。 

                                                             
①

 索洛模型是一个外生技术增长模型（A 是事先给定的）。在内生增长模型中，A 取决于资本积累速度（用

于研究开发的投资和技术进步的创新奖励），因此一个较高的投资速度带来较快的经济增长不仅是因为资本

劳动比率 K/L 上升，也因为技术水平 A 的提高。 
②

 英国人均 GDP 持续增加，以 1990 年的国际元标价：1500 年是 714 美元，1600 年是 974 美元，1700 年

是 1250 美元，1820 年是 1706 美元(Maddison，2008)。 



    欧洲和中国在 1500-1800 年的消费差距没有如此之大，但是在收入不平等，储蓄和投资

积累方面差距很大。英国到 1800 年为止，有三分之二的劳动力是无产阶级，在中国，这一

数字是 10%(Pomeranz, 2006)。根据 Brenner 和 Isett（2002，p. 614)，在英国，长三角地区也

发现了同样的经济主体—既占有农民又像地主一样通过经济外的手段收取地租—虽然在中

世纪占据主导地位，但大部分已经消失了。整个经济中主要的经济主体—特别是佃户—尽管

占有了生产资料（工具，动物等等），但是却与经济再生产中的所有生产资料隔离，特别是

土地。 

    财产的再分配（土地）通过农场平均面积的变化有所体现：在英国，农场面积从 13 世

纪的 14 英亩增加到 1600-1700 年的 75 英亩左右，直到 1800 年达到 151 英亩。然而在中国，

则是从 1400 年的 4 英亩减少到 1650 年的 3.4 英亩，再减少到 1800 年的 2.5 英亩（大长江

三角洲—1400 年的 4 英亩减少到 1600 年的 2 英亩，再减少到 1800 年的 1 英亩）。在中国，

增加的农村人口被授予土地，这是以现有业主的土地减少为代价的；在英国，农民被剥夺土

地成为无产阶级（Brenner 和 Isett，2002）。英国城市人口的份额从 1600 年的 6%增加到 1700

年的 13%，再增加到 1800 年的 24%。但是在中国，这一数据从 13 世纪的超过 20%减少到

18 世纪早期的 5%（Brenner 和 Isett，2002）。 

    换种方式，摆脱马尔萨斯陷阱以及向现代增长政权的过渡在英国和之后的其它西方国家

成为可能，并不是那么多的归因于技术进步的加速或者生产率增长速度的加快。过渡的一个

必要组成部分是集体主义制度的消除，这导致了收入不平等的扩大。收入不平等的扩大使得

储蓄和投资水平能够达到物质资本的积累开始超过人口的增长的水平，所以资本劳动比率开

始上升。这种过渡的成本是很高的——扩大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削弱制度的能力（高的谋杀

率），这些导致在 1560-1730 年的预期寿命从大约 35-40 岁下降到 30-35 岁（图 6）。英国的

年度平均人口增长率从 1000-1500 年的 0.7%下降到 16 世纪的 0.4%，17 世纪只有 0.3%，到

了 18 世纪上升到 0.9%，19 世纪这一比率为 0.8%。29 个西欧国家各自的数据是：0.8%、0.3%、

0.1%、0.5%和 0.7%(Maddison，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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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6   早期城市化期间的谋杀率和预期寿命：英国 1540-1870 

            来源：Galor and Moav, 2005, citing Wrigley and Schofield, 1981. 

 

    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包括大部分先进地区，例如中国，停留在一条不同的发展轨道上—

—保留了“亚洲价值观”维持 GDP 和人口的缓慢同步增长。我们现在只能推测这种不同的

发展轨道的结果，这一轨道中人口规模是竞争力的主要决定因素。西方的殖民扩张打乱了这

种轨道的逻辑演进。 

    撒哈拉以南非洲、南美洲的完全殖民地化和南亚的较小程度的殖民地化，导致了完全或

者近乎完全的传统（社区）结构的毁灭，而这些传统结构只有部分被新的西方模式的制度所

取代。在广大的地理区域中，只有东亚、中东和北非以及部分南亚地区在殖民化后成功地保

持了传统的社区制度。我们可以假设这些在被殖民地化和强烈灌输西方价值观的艰难时期仍

然保留住了传统的制度的国家，它们和那些传统结构被打乱了的不那么幸运的世界外围地区

相比，保留了一个更好的赶超发展的机会。制度的移植是一个复杂的事情，它只有在根据当

地传统进行适当调整以便不破坏制度延续性的情况下，才能够良好运行(Polterovich，2001)。

不然的话，他要么会导致当地结构的完全消失（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要么会导致对

于经济增长不是特别有益的新旧制度的不恰当的混合（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丁美洲）。 

    如果一个国家制度的能力是指政府实施规章制度的能力，那么一个自然的测量指标就是

谋杀率。犯罪在不同国家的登记方式不同—发达国家高犯罪率是因为在发达国家犯罪能够更

好地被记录。但严重罪行例如谋杀，即使在发展中国家也记录得相当准确。所以谋杀率的国

际间比较能够很好地反映问题。 



    将每 100,000 个居民的谋杀率从 100 个降到仅有 1-3 个花了西方国家五百年的时间（图

7）。即使在 17 世纪，西欧地区每 100,000 个居民中的谋杀率总体也超过了 10 个——这比在

今天有相似的人均 GDP 水平的许多发展中国家都要高。实际上，当今的发展中国家，我们

发现两种主要的模式——一种是在东欧、中国、中东和北非国家谋杀率很低（每 100,000 个

居民中有 1-3 个）（图 8），一种是在前苏联、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图 9）谋杀率很

高（每 100,000 个居民中有 15-75 个）。印度（5.5 个）和东南亚国家（大约 10 个，除去菲

律宾，在菲律宾这一比率是 21 个）处在两者之间。争论在于保持集体主义制度的国家（东

亚、中东和北非国家和印度）能够保持地区的制度能力，而那些消除了这些制度仅仅以个人

责任系统加以部分取代的国家（前苏联、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由于机构能力下降

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东欧地区（除了前苏联）是这个规律中的例外：它经历了制度能力很低

的时期——15-17 世纪的高谋杀率，这一点和西欧类似（尽管缺少直接的证据——图 7 中的

所有观测数据都是来自西欧——英国、比利时、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意大利）。① 

 

当地估计：欧洲

国家系列：欧洲

               图 7   欧洲每 100,000 个居民的长期谋杀率 

                    来源：Eisner, 2003。② 

 

    另一个关于制度延续性崩溃成本的证据来自前现代社会收入不平等的数据。公共的、社

会主义制度的破坏第一次发生在 16-19 世纪的西方国家，并且伴随着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可

得数据（Milanovic, Lidert, and Williamson, 2008)表明在 18 世纪的英国、荷兰和西班牙，代表

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在 0.5 甚至 0.6 的水平(图表 10a)③。相对于今天的标准来说是是很高的

                                                             
①

 东亚、南亚、中东和北非国家另一个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体现在这些国家基本没有城市贫民窟（Pomeranz，

2006）和无家可归的孩子，而这在拉丁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前苏联是大量存在的。 
②

 关于谋杀率总体趋势的所有前现代局部估计和四个国家的总体估计：所有 398 个局部估计数据来自于历

史凶杀案数据库；国家估计是指的瑞典、英格兰和威尔士、瑞士、意大利。 
③

 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基尼系数从 1688 年的 0.4 升高到 19 世纪 60 年代的 0.53（Saito，2009）。 



水平。照以前的水平相比，也是很高的水平（1 世纪的罗马和 11 世纪的拜占庭的基尼系数

都是 0.4—图 10a）①。 

 

 

               图 8    每 10 万居民中的谋杀者以及 2002 个国家政府效率指标 

                  来源：World Bank; WHO. 

 

 

 

 

 

 

 

                                                             
①

 低收入国家收入严重不平等意味着许多人发现他们自己处在极度贫困当中，并且生活水平处在贫困生存

线以下这就导致了高谋杀率。 



 

图 9  每 10 万个居民中的谋杀者，2002 个国家政府有效性指标（10 万个居民中谋杀着为 15—75 个） 

        来源：World Bank; WHO. 

 

    收入不平等在发展中国家和制度能力的动态性是相一致的：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拉丁美

洲和前苏联，制度连续性被打乱，制度能力被削弱，收入不平等日益扩大并且今天仍然保持

很高的水平。将统计前期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和人均 GDP、人口密度、城市化、殖民状态（加

上一些控制数据不同质量的变量）联系起来进行回归，结果表明殖民化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

收入不平等：殖民化地区的基尼系数比没有殖民化地区高出了 13 个百分点 (Williamson, 

2009)。总体来说，拉丁美洲的收入不平等系数从 1491 年的 22.5%增加到 1929 年的超过 60%

（图 10b）。另一方面，印度，中国和日本在 18 和 19 世纪拥有更加适度的收入分配（图 10b, 

Pomerantz, 2000；Saito, 2009）①。在中东和北非、东欧、印度和东亚（特别是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不平等显著地减少（图 10c）。当然，收入不平等问题和软弱的制度能力是同时发

生的，而后者可以通过谋杀率来衡量（图 11）。 

 

                                                             
①

 在日本，基尼系数从 1860 年的 34%增加到 1940 年的 56%，在 20 世纪 60-90 年代跌到 30-40%(Saito, 2009)。 



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1550—2000年

来源：Milanovic,Lindert,Williamson,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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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0a   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1550—2000 年 

               来源：Milanovic, Lindert, Williamson, 2008. 

 

    总的来说，有两种方法逃离马尔萨斯陷阱：（1）消除集体主义制度并且承受随之带来的

高代价的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在经济发展初期以大众消费为代价允许收入分配不平等和储蓄

投资率的提高。（2）维持集体主义制度并将收入不平等水平维持在一个相对较低的状态，直

到缓慢的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使得资本积累的速度超过人口增长速率。第一种方法被我

们今天称之为西方的国家所采用，它们在 16-18 世纪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社会成本。而且，西

方国家在 19-20 世纪的殖民主义时代将这种方法强加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身上。在发展中国

家，这种西方化方式试图创造一个制度上的空间—传统的集体主义结构被摧毁，但新的现代

化制度没有生根，这就导致了这些发展中国家花费了比之前一些西方国家更大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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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0b   拉丁美洲 1491-1929 年收入不平等的估计值① 

                    来源：Williamson, 2009。 

 

    

                                                             
①

 这些不是实际的基尼系数，而是运用之前提到的回归方程进行估计得到的结果。 



发展中国家的基尼系数，1800-2000

来源：Milanovic,Lindert,Willamson,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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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0c    发展中国家的基尼系数，1800-2000 年 

                  来源：Milanovic, Lindert, Williamson, 2008. 

 

    另一方面，那些发展中国家成功抵制西方化的制度并保持了制度延续性和相对较低的不

平等（东亚、中东和北非国家和印度）虽然它们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并没有得到很高的经

济增长，但是他们处在一个能够利用增长机会的较好位置上。生产率的增加使这些国家能够

从马尔萨斯陷阱中逃离出来。其它那些过早地破坏了平等主义制度的国家（复制西方路径）

经历了极大的制度能力的下降和不平等的扩大。在印度、中国和撒哈拉以南非洲，这种路径

和周期性大规模饥荒有关，周期性大规模饥荒在殖民主义之前从来没有发生过，之所以没发

生过，是因为有限的食物在原有的社会机制下是平均分配的。
①

 

 

                                                             
①

 “甚至在维多利亚饥荒爆发之前，警告信号也是存在的：C. Walford 在 1878 年声明在英国规则的第一个

世纪，饥民的数量已经超过之前两千年所有记录在案的饥民的总和。但声明背后冷酷的现实真正曝光（这

个我也不太懂）。根据最可靠的估计，1876-1878 年由于饥荒造成的死亡在 6-8 百万之间，在 1896-1897 年

和 1899-1900 年两次饥荒中，死亡总数可能达到了 1700 万到 2000 万。由此看来，四分之一世纪达到了殖

民统治良好治理的顶峰。饥荒造成的死亡平均每年至少有一百万”（Chibber, 2005）。在中国，1644-1795 年

这一数据是 8000，1796-1871年是 57000，1871-1911年是 325000，1911-1947年饥荒造成的死亡人数是 58300。

1876-1879 年饥荒导致了至少一千万人的死亡，这一数字是自 1644 年以来所有死亡人数的两倍（夏明方教

授根据 Pomerantz，2006 计算得出）。在更加发达的拉美国家，20 世纪的增长率水平并没有与西方国家的差

距缩小（阿根廷，世界大战期间是发达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再是发达国家的行列）。 



 

 

           图 11    2002 年的谋杀率和 1990-2005 年的收入不平等 

              来源：WHO, WDI. 

 

简而言之，过早废除集体主义制度即使能够克服马尔萨斯陷阱，但是不能带来健康的增

长。“不平等能提高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是没有历史依据的。相反地，极大的经济不平等总

是与极度集中的政治权利相关，并且这种权利总是通过寻租行为和租金保持来扩大收入差

距，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明显地减慢了经济的增长”（Milanovic, Lidert, and Williamson, 2008）。 

 

四、中国的制度延续性 

    正式说来中国不是一个被殖民化的国家，尽管在鸦片战争后的 18 世纪中期沦落成为西

方的半殖民地长达一个世纪。然而，在 19 世纪的开端，中国无疑是马尔萨斯增长体制下最

成功的国家——由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生产率提高被人口的加速增长全部“耗尽”，所以技术

进步并没有带来人均 GDP 的上升，但是带来了人口的增加。中国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从 18

世纪的平均 22%-26%上升到 37%（图 11）。用工业化前的世界标准来看，这是一个真实的非

凡成就。 

    换一种方式，中国在马尔萨斯增长体制内是非常成功的：人口上升到达一个 1-1.5 亿的

上限就回落。然而到 1800 年，人口增长到了接近 400 百万。“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世界人口里

程碑”——Sugihara 的观点——“这对于世界 GDP 的影响比工业革命给英国所带来的影响大

得多，英国在 1820 年占世界 GDP 的比重少于 6%。” (Arrighi，2007)。那时世界在走向一个

总人口中中国人和非中国人的比例是 1:1 的总体均衡。和西欧国家的比较是非常生动的：在

0-1500 年期间，中国人口是西欧国家人口的三倍，到 1820 年，中国人口是西欧国家的四倍

（图 12）。 

     



中国占世界人口的份额（百分比）

 

             图 12    中国占世界人口的份额（百分比） 

                来源：Maddison, 2008. 

 

    19 世纪早期，尽管生产率已经比西方国家低了两倍，但中国仍然拥有超过世界三分之

一的人口、创造世界三分之一的 GDP 和工业产出。中国认为自己是世界上自给自足的中心，

对与外来世界的“蛮夷”发展联系不感兴趣。“永矢恭顺”——这是统治了 18 世纪大部分（1736

年-1796 年）的中国乾隆皇帝在 1972 年给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关于贸易合作提案的著名回复

中的结束语。 

    然而，问题在于世界经济的游戏规则已经改变：西方世界的生产率增长速率增加，马尔

萨斯增长体制走向终结。军事实力现在更多的是由技术而不是人口规模决定，所以与西方国

家的军事对抗的结果是预设的：中国在鸦片战争中（1840-1842 年和 1856-1860 年）经历了

一次羞辱性的失败之后，不得不接受西方有关全球化的条款。中国的人均 GDP 在 19 世纪早

期约为美国水平的一半，到 1950 年只有美国 5%的水平（图 13）；同一时期中国和西欧国家

的这一比例从 2：1 下降到 1：5（图 14）。 

    可是随后的中国发展道路和其它一些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不同。作为前工业时代面积

最大和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中国较好地保持了传统制度的延续性。在某种意义上，英国被错

误地认为是传统国家。中国比世界上任何其它一个国家都更好地保持了传统价值观的延续

性。①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带来了一个大突破：中国共产党临时性的抵制外国影响（1949 年

到 1979 年）使得传统制度得以加强，发展能够继续沿着“奉天承运”的轨迹进行。 

 

                                                             
①

 中国只有两次被外来入侵者征服——一次是在 12 世纪被蒙古人征服（蒙古人后来建立了元朝——

1279-1368 年），一次是被满族人征服（满人后来建立了清朝——1644-1911 年），但在这两次事件中，胜利

者们迅速被“中国化”，被强有力的中国文化所同化，汉学研究者认为中华文明的延续性使中国非常特别：

许多国家发端于象形文化（字符），但只有更大的中国（日本和韩国包括在内）在整个历史中保持了这种文

化；古抄本的数量和关于古代历史的真实信息的数量至少比世界上的其它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多；祖先受到

尊重，儒家价值观盛行等等。 



西欧（12个国家的平均值）
日本

苏联

中国

印度

 
            图 13    1990 年的人均 GDP 占美国的比重（单位：国际元） 

               来源：Maddison, 2005.   

 

中国人口和GDP占西欧国家的比例

           图 14    中国人口和 GDP 占西欧国家的比例 

             来源：Maddison, 2005. 

 

这种发展并不是没有先例：早期在很大程度上以中国传统为基础的五个国家或地区（日

本、韩国、台湾、新加坡和香港）在没有牺牲掉它们的传统价值观的条件下成功赶上了西方。

但毫无疑问中国的成功追赶会对世界产生更大的影响。这首先是因为之前的追赶案例普遍被

西方国家支持，有时甚至被称为“邀请发展”，中国崛起的发生并不是被任何国家“邀请”

的。其次是因为，中国的成功追赶由于这个国家的庞大规模不能被解释成为特别的和例外的。

中国的追赶如果成功，将会成为关于制度延续性优势的最具有说服力的证据。 

 

五、20世纪中国和俄罗斯的增长比较 

    中国自 1949 年以来的赶超发展令人印象深刻：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不仅在改革开放以后

（1979 年以来）比世界其它国家要高，甚至在改革开放以前（1949-1979 年）也高于世界其



它国家，尽管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增长率有暂时性的下降。中国的发展是非常成功的。

根据 Maddison (2008)的观点，中国的人均 GDP 在 1950 年是印度的 70%，1958-1959 年是印

度的 100%，大跃进期间有所下降，在 1966 年又上升到与印度相同的水平，在文化大革命的

第一年有所下跌，在 1978 年又再一次上升到与印度相同的水平。到 2006 年为止，中国的人

均 GDP 是印度人均 GDP 的三倍多。 

    可是，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中国从 1960 年以来的经济增长率（五年移动平均值）总是

比印度的要高（图 15），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人均 GDP 只有印度的

一半，而今天确实是印度的三倍多（图 16）。1950 年中国的预期寿命只有 35 岁，但是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就上升到了 65 岁——比印度高出了 13 岁（图 17）；如今中国的预期寿

命是 73 岁——比印度和俄罗斯高出了 7 岁。 

    因此，从各个方面来说，中国的发展无论在改革开放之后（1979 年以来）还是自新中

国成立之后（1949 年以来）都是非常成功。尽管这中间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 

    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苏维埃赶超发展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事实上，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到 60 年代，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日本是仅有的两个主要的并且成功地赶上了

西方的发展中国家（图 13，图 18）。 

 

1960-2002年GDP增长率（5年移动平均值）%

 
        图 15    1960-2002 年主要国家和地区 GDP 的增长率（5 年移动平均值），% 

          来源：WDI. 

 



中国和印度绝对购买力平价下的人均GDP（单位：国际元），1975-2002（W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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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6  中国和印度绝对购买力平价下的人均 GDP（单位：国际元），1975-2002（WDI) 

           来源：WDI. 

 

中国和印度出生时预期寿命（年），1960-2002年（WDI)

中国

印度

           图 17    出生时预期寿命，年，中国和印度，1960-2002 年 

            来源：WDI. 

 



苏联和俄罗斯绝对购买力平价下的人均GDP，占美国水平的百分比（来源： Maddison, 2008）

       图 18    苏联和俄罗斯绝对购买力平价下的人均 GDP 占美国水平的百分比 

           来源：Maddison, 2008. 

 

    前苏联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最大速率不是发生在 20 世纪 30 年代（每年 3%），而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6%）。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水平在几十年间从 20 世纪 30 年代的每年 0.6%增

加到 20 世纪 50 年代的 2.8%，随后单调递减，到 20 世纪 80 年代成为负增长率（表 1）。20

世纪 50 年代是前苏联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图 19）。前苏联 20 世纪 50 年代的增长模式

和日本 20 世纪 50-70 年代、韩国和台湾 20 世纪 60-80 年代的增长模式很相似——劳动生产

率的快速提高平衡掉资本生产率的下降，所以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性地提高(表 1)。可是，苏

联的高速经济增长只维持了十年，东亚维持了 30-40 年，从而推进了日本、南韩和台湾迈入

了发达国家或地区的行列。 

 

苏联经济体中年平均生产率增长率，%（来源：Easterly, Fisher, 1995）

官方估计

替代估计



               图 19    苏联经济体中年平均生产率增长率，% 

                来源：Easterly, Fisher, 1995. 

 

表 1    苏联和亚洲经济的增长率，西方数据，1928-87（年平均，%） 

时期/国家 

每工

人产

出 

每工

人资

本 

资本/产出 

全要素生产率的增

长率（单位替代弹

性）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率（假设替代弹性为

0.4） 

苏联（1928-39） 2.9 5.7 2.8 0.6  

苏联（1940-49） 1.9 1.5 -0.4 1.3  

苏联（1950-59） 5.8 7.4 1.6 2.8 1.1 

苏联（1960-69） 3.0 5.4 2.4 0.8 1.1 

苏联（1970-79） 2.1 5.0 2.9 0.1 1.2 

苏联（1980-87） 1.4 4.0 2.6 -0.2 1.1 

      

日本（1950/57/65-85/88/90）   2.3 -3.2 1.7-2.5  

韩国（1950/60/65-85/88/90）   2.8—3.7 1.7-2.8  

台湾（1950/53/65-85/88/90）   2.6—3.1 1.9-2.4  

    来源：Easterly, Fisher, 1995.   

 

    20 世纪 60-80 年代苏联经济增长率下降的诸多原因中，中央计划经济不能保证足够多

的投资用来替换退休的固定资本是最为关键的原因（Popov，2007c）。更新实物资本的任务

和完成计划指标的短期目标之间存在冲突，因此苏联中央计划者更偏好投资新的资本而不是

更新旧的资本。因此，在苏联 20 世纪 30 年代的巨大投资（“大推动”）之后，在经过与资本

存量的使用寿命（大约 20 年）相等的年份后即在需要大规模替换掉退休资本以前，达到了

最高的生产率水平。然后，资本开始老化，急剧地减少资本生产率，降低劳动生产率和全要

素生产率增长率。 

    如果这个解释是正确的，中央计划经济在经历了由“大推动”所带来的三十年的高速增

长后注定要进入增长减速。就这一点来说，中国相对较短的经历（1949/59-79）比苏联过长

的经历（1929-1991 年）要优越。这让我们有理由相信苏联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如果从 20 世

纪 60 年代开始应该会更加成功。 

    选择在正确的时间向市场经济过渡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实现成功赶超发展的充分条件。

制造业的增长就像是烹饪一盘好的菜肴——所有必不可少的原料都应该有适当的比例，如果

有一种加多了或者放少了，“增长的化学效应”就不会发生。快速的经济增长只有当一些必

要的条件同时具备时才能在实践中实现。具体地说，快速的增长需要一些关键的投入——基



础设施、人力资本、甚至农业国家的土地分配、强大的国家机构以及经济刺激。一旦这些必

备要素中的一个条件不具备，经济就不会腾飞。Rodrik，Hausmann 和 Velasco (2005)认为“绑

定约束”阻碍经济增长；发现这些约束是“增长诊断”的一个任务。在一些情况下，这些约

束和市场自由化、国家能力、人力资本或者基础设施方面的缺失是联系在一起的。 

    为什么经济自由化在中欧能够奏效，但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丁美洲却不能呢？根据列

出的方法得到的答案是中欧缺少的因素是经济自由化，但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丁美洲，

缺少的是国家能力，而不是市场自由化。为什么自由化在中欧和中国奏效，但是在独联体国

家却没有奏效呢？这是因为独联体国家的自由化的实施是以破坏国家能力的的方式进行的

——这些事过去的社会主义中宝贵的遗产——而在中欧和中国，过渡期间国家能力是没有大

幅减弱的。 

    更加深入地了解一下中国的案例，我们会认识到改革之后时期内的迅速赶超并不仅仅是

因为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化改革，甚至并不是十分依赖于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化改革。中国过去

三十年成功的前提条件大多是在先前的 1949-1976 年这段时期创造的。实际上，没有毛泽东

政权的伟大成就，1979 年及以后的市场改革不会取得如此傲人的成绩，这种说法一点也不

夸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1979 年及以后的经济自由化只是最后一个促进因素。其它的因

素，其中最重要的是强大的制度和人力资本。而这在之前的制度中已经具备。没有这些因素

而仅仅靠自由化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从来没有成功过，有时还会像 20 世纪 80 年代的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一样适得其反。 

    中国 1979 年及以后的市场类型改革带来经济加速增长是因为中国在新中国成立后已经

有一个中国共产党创造的高效的政府，这在中国是前所未有的①（Lu，1999）。通过每个村的

党组织，中国的共产党政府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执行规章制度，这比秦始皇以来包括国民党

（1912-1949 年）在内的的所有政权都更高效。19 世纪后期中央政府的收入只有 GDP 的 3%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是 12%），国民党执政后增加到 5%，毛泽东政府留给邓小平改革团队

的国库中收入是 GDP 的 20%。中国的犯罪率在 20 世纪 70 年代是世界最低水平，中国实际

上不存在影子经济，由透明经济组织评估的中国的腐败甚至在 1985 年都是发展中国家的最

低水平。在同一时期，在“世界历史上关于大众教育的最伟大的实验”期间（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发起的 1984 年报告），中国人的识字率从 1949 年的 28%提高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的

65%（印度为 41%）。 

    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被描述成是中国发展的重大错误。事实上，中国国内产出在整个解

放时期下降了三次：在 1960-62 年，下降超过 30%，在 1967-68 年下降 10%，在 1976 年，

下降 2%(WDI，2005)。大跃进导致了饥荒和人口减少。但是，如果这些重大挫折可以避免的

话，中国 1949-79 年的发展会更令人印象深刻。大多数研究人员可能会同意，按它没有遵循

中国社会主义模式的固有属性这点来看，造成最重大伤害的大跃进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这无

法确定“文化大革命”是否能被排除在“一揽子”后续政策之外——这次群众运动非常符合

社会主义发展目标，并且很可能阻止不可避免的政府机构官僚化的发生，这在其他一些社会

主义国家发生过②。但重点是即使没有排除这些阶段，中国在 1949 年至 1979 年的发展也比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好很多，而且这个时期的发展也为以后改革时期的巨大成功奠定了基础。 

                                                             
①

 这对印度来说是真实的：20 世纪 90 年代的市场类型改革产生好结果是因为他们是以进口替代时期的成

就为基础的（Nayyar, 2006）。 
②

 1976 年 6 月 15 日，毛泽东的病情变得更严重时，他叫来华国锋和其他一些人，对他们说： “人生七十

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

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

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

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

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人民网，2003）。 



    换个说法，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中国实际上具备了除市场自由化以外的所有增长必要

因素——市场自由化是一个比人力资本和制度能力更加容易产生的因素。但这个看似简单的

经济自由化任务需要精细化管理。苏联在 20 世纪 80 年底中后期也有着类似的处境。事实上，

苏维埃政府失去了经济和社会发展势头，增产率在 20 世纪 60—80 年代一直减少，预期寿命

也没有增长，并且犯罪率慢慢增加，但普遍强大的机构和巨大的人力资本为改革提供了良好

的初始条件。然而，经济自由化在中国（1979 年起）、苏联以及后来的俄罗斯（1989 年至今）

产生了显著不同的结果（Popov，2000 年，2007a）。 

    与 1991 年后的俄罗斯不同，到目前为止中国在 1979-2009 年较好的维护了其强大的国

家制度——中国的谋杀率仍然低于每 10 万居民 3 个的水平，相比俄罗斯 2002 年约 30 个，

在 2008 年约 20（Popov，2007d）。事实上，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毛泽东政权下，山东省的

谋杀率小于 1（山东省，2005 年），1987 年，整个中国的谋杀率估计为 1.5（WHO，1994）。

市场改革时期谋杀率三倍的增长可以与俄罗斯的增长水平相比较，尽管中国的水平没有哪一

方面和俄罗斯接近。 

    为什么中国在经济自由化期间保持了相对强大的国家制度，而俄罗斯的国家制度却崩溃

了呢？部分原因在于体系质量的民主化影响：就像在以前的论文中（Polterovich and Popov, 

2007；Polterovich, Popov, and Tonis, 2007, 2008；Zakaria, 1997）所讨论到的，民主化如果在

一个较差的法律环境中（疲软的国家制度）推进的话，随之而来的将是制度的进一步弱化和

宏观政策的恶化。而宏观经济政策的恶化对经济增长有消极影响，特别是在资源丰富的国家

还会阻碍稳定的民主政权的建立。 

    这只是部分原因，因为在民主政权下有一些快速赶超发展的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的日本和博茨瓦纳、20 世纪 60 年代获得独立后的毛里求斯）。此外，专制政体下的国家制

度之间质量的区别也是很大的——改革前的中国每 10 万居民中的谋杀者少于 1 个而在撒哈

拉以南非洲超过了 20 个。另一个最重要的解释也许在于中国和俄罗斯制度的长期发展轨道。

中国 1949 年的解放类似于 1917 年的俄罗斯革命，这不仅是因为共产党在革命后在这两个国

家都开始执政，也因为传统的集体主义制度在被先前的西方化制度摧毁后又重新登上历史舞

台并且更加强大。可是，在俄国 1917-1991 年的社会主义政权只是打断了至少从 17 世纪就

开始的西方制度的移植进程，而在中国，1949 年的新中国成立只是把中国带回到长期制度

上的轨道上来，因为这一发展轨道在鸦片战争以后被短暂地（并且仅仅是部分的）打乱。 

    换种方式来说，俄罗斯在 1917 年以前就已经被西方化，1917 年革命所产生的集体主义

制度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与之前长期的制度发展不相容。另一方面，中国西方化的尝试失败

（1940-1949）之后重新回到集体主义制度（亚洲价值观）①。集体主义制度在俄罗斯只是一

段插曲，是对大趋势的偏离。但是在中国则是主流发展的回归，是长期趋势的恢复。因此，

从 1979 年以来的经济自由化，尽管引起了收入不平等的日益扩大、谋杀率和犯罪率的上升，

但至少直到今天为止没有带来制度崩溃。 

    然而，中国看似完美的发展轨迹存在一个主要的威胁——收入分配日益不平等（图 20），

经济改革的前几年（1979-1985 年）并没有这个问题，不平等问题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出

现的，中国基尼系数超过日本和南韩，甚至超过俄罗斯达到接近拉丁美洲和非洲的水平。 

 

                                                             
①

 “价值观”的延续和恢复同样体现在革命承诺上：每一个男人，无论多么贫穷，都能成为户主并且能传

宗接代（彭慕兰，2006）。 



俄罗斯和中国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1978-2006

中国

俄罗斯

             图 20   俄罗斯和中国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1978-2006 

              来源：Chen, Hou, Jin, 2008; Goskomstat 

 

    中国亿万富豪的数目也增长很快：在 2008-2009 年经济危机之前，根据 2007 年 4 月发

布的福布斯排行榜，中国有 20 个亿万富翁（图 21）；到 2008 年 4 月股票价格崩盘之前，这

个数字翻了一番达到 40。这仍然低于俄罗斯的水平（2007 年是 53 个，2008 年是 87 个），

但是如果这种趋势继续的话，中国也许能复制俄罗斯“国家的私有化”的模式。 

 



2007年亿万富翁数目和2005年国家的GDP（十亿美元）

       图 21    2007 年亿万富翁数目和 2005 年国家的 GDP（十亿美元） 

        来源：Forbes billionaire list (www.Forbes.com). 

 

六、结论 

    从更长期的千年视角来看，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前（19 世纪中期）和解放（1949 年）之

后所取得的非凡成就是由于制度的连续性——在不打破传统集体主义结构（亚洲价值观）的

条件下沿着原有的发展路径发展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讲，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这一著

名的改革策略深深的根植于中国千年的古老传统中而且代表了这种制度的连续性。 

    千年视角下的中国成功不仅仅局限在其近期（1949 年以来）人均 GDP 的奋起直追。中

国的成功也在于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即使在人均 GDP 落后于西方国家的时候

（1550-1950 年）也能够保持其原有的状态和地位的能力。从整体的标准来看（GDP 总量），

今天的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最成功的一个，并且很可能在未来的十年内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

国家。 

    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发现了跳出马尔萨斯陷阱的另一种痛苦更少的方法。西方国家在较

低的发展阶段（16 到 18 世纪）就打破了传统的集体主义制度，经历了偏向富人的痛苦的收

入再分配过程（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的日益扩大）。这使得储蓄和投资占收入的比重，即 K/L

比率和生产率提高，但所付出的代价是高度的收入不均和与之相关的制度恶化和低收入水平

下的死亡率上升。中国比西方多维持了 500 年传统的制度和较低的收入不平衡，直到技术进

步使得劳动生产率和投资占收入的比重在没有引起大范围剥削人民的条件下得到提高。 

    为什么经济自由化改革在中国（1979 年以来）成功了，但在其他国家（撒哈拉以南的

非洲、拉丁美洲和前苏联）却失败了？本文和一些其他的文献中都讨论了这一问题，并且给

出了几个原因。首先，中国的改革与“华盛顿共识”有很大出入（逐渐而不是立即解除价格

管制，没有大规模私有化，强调工业的政策，通过积累外汇使汇率低估，见 Polterovich 和



Popov，2004，2005，2006）。其次，近期中国的成功（1979 年以来）是建立在毛泽东时代

（1949-1976 年）的成就之上的：强有力的国家制度和高效的政府、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

人力资本的积累（Popov，2007）。再次，与前苏联不同，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没有付诸东流，

因为中国所采取的是渐进的而不是休克式的经济自由化和民主化改革（Popov，2007；

Polterovich and Popov，2007）。最后一点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于，直到今天，中国从来

没有真正脱离集中主义制度，这使得低收入和财富不均的状况得以维持；短暂的西方化尝试

（1940-1949 年）最终破产。另一方面，主动或者被动（被殖民）地移植西方制度（拉丁美

洲，前苏联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国家选择仿照西方的模式跳出马尔萨斯陷阱，最终以高度

收入不均衡和制度能力的明显缺乏而告终。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中国成功的追赶式发展如果继续下去会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转折

点。这并不仅是因为中国的国家规模，而且是因为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世界大国中的成功经

济发展是建立在内生的、非西方模式的经济模型之上的。如果这一解释正确的话，下一个成

功的追赶式发展的区域将是中东和北非地区中的伊斯兰国家（土耳其、伊朗、埃及等）和南

亚（印度），而拉丁美洲、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及俄罗斯的发展进程将会落后于他们。 

 

                                            （朱美威翻译，朱美威、张建清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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